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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城市试点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分析是兼得城市智慧与绿色发展的关键,亦是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

转型需要关注的重大议题。 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试验,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城

市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对能源效率的提升效果,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工具变量法进一步进行验证。 研究结

论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平均每年提升试点城市约 8. 41 个百分点的能源效率,而创新驱动是其作用机制之一;智

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提升效果存在时滞且在后期持续衰减,未对其周边城市的能效产生带动作用;非东部

区域与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能源效率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增长;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智慧

城市建设并未进一步增强城市的能源回弹效应。

关键词:智慧城市;能源效率;渐进双重差分;全要素能源效率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2)09 - 0172 - 12

Smarter the city develops, the greener the city devel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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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mart city pilots on energy efficiency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both urban smart

and green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a major issue that needs attention to realiz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This paper regards China’s smart city pilot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t uses the progressiv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urban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n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and combines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nd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o further proceed verification. The paper conclusions show tha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mproves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pilot cities by about 8. 41% per year, and innovation is one of its mechanisms; There is a time lag in the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eff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city, and it continues to decay in the later period,

which does not have a positive radiation effect on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its surrounding cities;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non-eastern region and cities with larger population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While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has not further enhanced the city energy reboun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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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碳中

和目标的提出,实现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已成为

目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十四五”规划也明确

提出“推进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能源体系”与“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
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的社

会发展目标。 这说明当前实现节能减排的两大渠

道莫过于优化能源结构与提高能源效率。 但根据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0)的统计数据显示,中
国化石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目前仍然占据主体地

位,并且其“富煤、缺油、少气”的禀赋特点,为改变

能源结构以实现减排与绿色发展带来了巨大压

力。 因此,在能源供给结构约束、环境规制日益严

格的当下,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建设现代能源体

系并实现节能减排的关键抓手。
传统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往往交织进行,由

此引发巨大的能源消耗[1 - 2],并造成了严重的环

境污染[3]。 为了破解能源过度消耗与环境污染等

“城市病”困局,智慧城市方案应运而生。 智慧城

市的内涵在于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城市系统和

服务打通并集成,以提升资源、能源效率,帮助城

市实现绿色发展[4],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国家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正是一次这样的实践。 因此,
本文旨在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切入点,考
察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理,为智慧城市建设助力于绿色发展提供经验

依据。
虽然现有关于智慧城市的文献相当丰富,但

大多是对智慧城市运行模式、发展因素及其可能

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思考与理论分析[5 - 6],涉及对

智慧城市建设成效的经验分析文献仍显得相对不

足。 本文致力于实证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

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因此梳理了有关智慧城

市的经验研究,并大体将其分为如下 3 类:经济效

应、创新效应以及环境效应。
从经济效应来看,王敏等[7] 认为中国的智慧

城市建设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

正是智慧城市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渠道[8]。
周小敏等[9] 的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还能通过

优化资源配置等渠道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提高

人均产出。 除了经济产出从智慧城市建设中受益

外,智慧城市建设对就业的创造效应也备受学界关

注。 Kim 等[10]在识别韩国智慧城市相关产业对国

民经济的作用时也发现了智慧城市的就业创造效

应,并指出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投资的正外部性。
从创新效应来看,袁航等[11]、何凌云等[12] 均

利用《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提供的城市创

新指数来衡量城市创新水平,并使用准自然实验

的方法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加速城市创

新。 而 Caragliu 等[13]则利用欧洲专利数据得到了

类似的结论,并且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对创新的促

进效果在高科技专利领域更为明显。 从环境效应

来看,石大千等[14] 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研究发

现,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创新渠道显著降低了环境

污染,Chu 等[15] 通过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该结论。
Yao 等[16] 也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提高生态效

率,并且认为这种提升效果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的城市中更为明显。 也有学者对智慧城市建设能

改善环境质量的观点持反对意见,如黄建等[17] 认

为绿色低碳发展虽然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之

一,但智慧城市建设并未对其产生显著的促进作

用。 由此看来,针对智慧城市社会效应的经验研

究正在日益丰富。 然而,目前还罕见学者关注智

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理。 事实上,二
者的因果关系正是兼得城市智慧与绿色发展的

关键。
鉴于此,本文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视为

一项准自然试验,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

了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提升效果。
一、研究假设

(一)作用机制假设

理论上,智慧城市建设因其数字化、智能化的

城市治理内涵可以直接提升能源效率。 具体言

之:第一,物联网等技术可以收集城市生产生活过

程中的数据,用以确定能源消耗因素[18];第二,人
工智能和云计算技术则帮助城市整合信息资源提

升能源供给的规划能力[19];第三,电网基础设施的

智能化改造和智能微电网建设可以提高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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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互济和智能调节能力。 通过上述 3 步,城市最

终能实现能源供给在各子系统之间的有效分配,
解决大量能源被低效利用的难题,释放能源效率

的潜在增长。 除了上述的直接效应外,结合智慧

城市的现有理论文献,本文认为智慧城市建设还

可以通过推动创新发展间接地提高能源效率:
一方面,是政府的推动作用。 首先,政府作为

智慧城市建设的推动者,会加大科技支出进行专

项补贴与支持,在此过程中定然会带动相关产业

技术的更新迭代。 其次,政府作为调节市场的“有
形之手”,其财政科技事业支出不仅因其鲜明的导

向性,能激发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积极

性[20],还能通过直接的资金支持(财政补贴、财政

贴息等)帮助转型的企业加强研发创新[21],消除

技术门槛。 最终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智慧城市建

设的目标是营造创新涌现的环境,实现城市的创

新驱动发展。
另一方面,是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首

先,智慧城市不仅借助知识共享和低碳减排目标

来实现社会绿色发展[22],还能整合数据资源助力

于企业技术、工艺与产品的创新活动。 其次,从企

业的生产角度出发,为了降低成本并增强市场竞

争力,以往直接消耗原材料进行生产的粗放生产

模式必然会逐渐被企业摒弃,企业会在数字化、智
能化的基础上,改善工艺与生产资源调度以提高

能源效率。 再次,从企业的销售角度出发,智慧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会促使消费者向环保消费方

式转变,消费者将更加青睐市场的资源友好型产

品与服务,从而倒逼企业进行创新活动[23],进而维

持产品的市场份额。 最后,从企业的融资角度出

发,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标准将会令政府、金融机

构将企业的创新表现作为决定向其进行财政补贴

或融资的条件,因此企业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活

动以得到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支持[24]。
无论是政府推动还是企业转型,智慧城市建

设必然会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方向迈进,而创新又

可以通过提高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与要素替代途径

进一步提升能源效率[25]。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智慧城

市建设对能源效率的影响除了直接效应外,还可

以通过迈向创新驱动发展间接地提高城市的能源

效率(见图 1)。

图 1　 智慧城市建设影响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

　 　 (二)异质性假设

1.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

时空异质性

首先,智慧城市建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

经历项目建设、场景试用、问题反馈与机制完善等

过程。 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也预计智慧城市试点

创建期需 3 ~ 5 年,因此政策效果可能存在时滞。
其次,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呈现飞速扩散式

的演化,3 年间就已遍及 300 多个城市。 这样的政

策演进过程会导致智慧城市建设先行试点的政策

吸引力不断下降,而后试点城市也因为周边先行

试点城市的要素积累优势无法获得足够建设资

源,从而导致智慧城市建设难以竟全功。 最后,许
多地方政府追风建设智慧城市,随意设立项目并

立即施工,缺乏科学规划和制度保障,这可能导致

项目后期难以为继[26],无法持续提升城市的能源

效率。 综上所述,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提

升作用可能具备时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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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会集聚周边邻近城市相关

产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建设资源,从而对周边

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并且数量巨大、分布广泛的

政策试点会进一步通过政策竞争加剧此过程,最
终形成资源空间配置的扭曲[27],抑制周围城市的

能源效率[28]。 只有超过特定的距离,智慧城市建

设才可能通过信息要素的流转与技术扩散对周边

城市的能源效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所以随着到

智慧城市试点距离的增加,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

效率的提升效果应该会呈现先变小后变大的波浪

形趋势。 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提升

作用可能具备空间异质性。
2.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

经济区域异质性

中国不同经济地域的初始能源效率不同,东
部发达区域的城市目前更偏向于紧凑型的城市化

进程,初始能源效率较高,而目前中部、西部的城

市化进程可能更偏向于扩张型,初始能源效率可

能相对低下。 因东部与非东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可

提升空间不同,智慧城市建设的能效增长作用也

应存在区域性差异。
3.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

城市规模异质性

一方面,规模较大的城市具有更强的集聚效

应[29],能源效率应当较高;另一方面,规模较大的

城市往往因为规划能力相对有限,容易产生拥挤

效应[30],加剧能源消耗与浪费,损失利用效率。 而

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之一正是解决因人口膨胀产

生的“大城市病”。 因此,如果基础设施与应用场

景完善,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率提升效果应当

随着城市规模的变大而增强。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智慧

城市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提升效果存在时空异质

性、经济区域异质性、以及城市规模异质性。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 2009—2018 年 84 个城市作为研

究样本。 样本选择原则如下:①为了估计结果的

稳健性,剔除非完全试点的城市。 这是因为如果

将非完全试点城市纳入处理组,会低估智慧城市

建设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②为了保证处理组与控

制组的可比性,本文的研究样本是来自于中国的

京津冀、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成
渝这五个较为发达地区的城市。 这是因为智慧城

市建设依赖于雄厚的技术基础以解决 “大城市

病”,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技术条件且有动力建设

智慧城市。 而上述大部分城市不但拥有足够的创

新资源与技术优势来支撑智慧城市建设,而且亟

需解决因人口数量膨胀而产生的一系列“大城市

病”。 ③为了避免 2008 年金融危机对研究结果的

干扰,样本时期设定为 2009—2018 年。 最后由于

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得到了 2009—2018 年共计

10 个年度 84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二)模型设定

由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是分批次设立的,参
考 Beck 等[31]以及 Wang[32],本文采用渐进双重差

分方法,设定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tfeeit = β0 + β1didit + λcontrolit + vt + μi +

provincej × yeart + εit (1)
式(1)中, i 为城市, t 为年份。 tfeeit 为被解释变量,
didit 为本文解释变量,即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虚拟

变量。 control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vt 为年份固定

效应, μi 为城市固定效应, provincej × yeart 为省份

与年份交互的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能源效率,以包含非合

意产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 ( tfee) 代表。 采用超效

率 SBM-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法测算各城市

2009—2018 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其投入产出指

标说明如下。
(1)能源投入。 限于中国目前并无针对城市

级别的官方能源消费统计,已有文献主要采取两

种做法获得城市能源消费总量:一是将城市电力

消费量或将电力、天然气以及液化石油气消费量

折合为统一单位后加总作为城市能源消费总量,
然而这种方法无法全面反映城市所有种类的能源

消费;二是将省级能源消费总量按照校正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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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夜间灯光数据分解到各城市[33 - 34],从而模拟

测度各城市的能源消费。 这种度量方法虽然较第

一种方法更全面,但受限于 DMSP / OLS 与 NPP /
VIIRS 两份夜间灯光数据的差异,无法适用于长时

间序列的分析。 因此,本文利用 Chen 等[35]采用深

度学习技术进行校准的扩展时间序列夜间灯光数

据,并参考吴健生等[34]的研究,通过官方统计的省

级能源消费总量模拟得到城市级别的能源消费

量,其单位为万吨标准煤。 模拟测度得到的城市

级别能源消费与官方统计的省级能源消费的均值

趋势对比见图 2。 由图 2 可知,二者趋势接近一

致,且拟合优度均在 0. 79 以上,满足精度要求。 此

外,本文将在之后使用各城市电力消费量代替能

源投入重新计算全要素能源效率作为稳健性

检验。

图 2　 省级、城市级能源消费均值趋势对比

(2)其他投入。 劳动投入以城市从业人员数

量表示;资本投入以城市的固定资产存量表示,计
算方法参考崔书会等[36]的研究,折旧率为 9. 6% 。

(3) 产出。 以各城市的 GDP 指数结合名义

GDP 计算出 2008 年不变价 GDP 作为合意产出,单
位万元;以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非合意产出,单位万吨。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表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

虚拟变量 (did) 。 在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相继公

布的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分别对应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 3 个年度) 中的城市被视为

“处理组”。 试点城市当年及以后年度, did 取值为

1,否则为 0;当年不在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中的城市被视为“控制组”, did 取值为 0。

3.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以及产业结构都可

能对能源效率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对如下变量

加以控制:①经济发展水平 (eco) ,以实际的人均

GDP 以反映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单位元。 ②人

口密度( popden ),使用城市年末人口数量与城市

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表示人口密度,单位人 / km2。

③产业结构 ( struc) ,按照公式 struc = ∑ 3

i = 1
Si × i

计算产业结构系数,其中 Si 为第 i 产业产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以百分位表示。
省级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

计年鉴》,扩展时间序列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哈佛

大学的数据公开网站 Harvard Dataverse,其他数据

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缺失年份数据通

过查阅各省市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或以线性插补

法补充。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表 1 报告了式(1)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
仅控制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 did 以及

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而第(2)列则报告了加入控

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3)列则是进一步控制省份

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的完整结果。 表 1 的 did 系

数均正向显著,其数值亦相当可观。 若以第(3)列
作为完整回归结果解释,则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会

导致所在城市的能源效率每年平均提高约 8. 41 个

百分点。 因此,假说 1 在统计与经济显著性上得到

初步验证。
表 1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did
0. 064 7∗ 0. 060 7∗ 0. 084 1∗∗∗

(0. 024 9) (0. 027 7) (0. 011 2)
控制变量 —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 — 是

样本量 840 840 840
拟合优度 R2 0. 230 9 0. 233 2 0. 458 0

注:括号内是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p <
0. 01 与 p < 0. 1 时有统计学意义。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处理组与控制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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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平行趋势假定。 考虑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分批

次进行的特点,本文以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

检验。 具体模型设定见时间异质性检验,结果见

图 3。 根据图 3 可知,智慧城市试点在施行之前,
处理组与控制组城市的能源效率并无显著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2. 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 + DID)
为了进一步克服处理组与控制组变动趋势的

相对差异和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利用 PSM 方法,
分别按照邻近匹配、核匹配以及半径匹配方法,进
行逐年匹配,并再次进行基准回归。 根据表 2 可

知,三种匹配的估计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2　 PSM +DID 检验结果

变量
(1)

邻近匹配
(2)

核匹配
(3)

半径匹配

did
0. 065 0∗∗ 0. 074 2∗∗∗ 0. 064 3∗∗

(0. 022 6) (0. 010 1) (0. 022 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792 813 789
拟合优度 R2 0. 473 8 0. 461 0 0. 474 5

注:括号内是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3. 安慰剂检验

为了避免遗漏解释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本
文参考 Chetty 等[37] 与 Li 等[38] 的研究,采用随机

抽样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而言,通过随

机抽样生成一份虚拟的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再进行

回归,重复该过程 100 0 次以达成间接的安慰剂检

验。 图 3 报告了估计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图。 根

据图 3 可知,虚拟的智慧城市名单估计系数分布在

0 附近,且基准回归结果(0. 084 1)位于整个分布

之外,说明随机生成的虚拟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并

未对能源效率产生影响,故现实中的智慧城市建

设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是真实存在的。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利用官方统计的城市

电力消费量作为能源投入,重新计算全要素能源

效率,并按照式(1)再次进行基准回归。 结果见表

3 第(1)列,可知 did 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1。

图 3　 安慰剂检验

(2)反事实检验。 借鉴 Hung 等[39] 的研究,将
样本研究时期设定在 2009—2012 年,以 2011 年为

智慧城市试点年份,再次进行基准回归。 结果见

表 3 第(2)列,可知 did 系数不再显著,验证了能源

效率的提升确实由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
(3)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考虑到广东省、湖北

省在样本研究期间施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

策,可能会干扰估计结果。 虽然省份与年份的固

定效应足以消除该影响,但稳健起见,仍设置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的虚拟变量 (did_CO2) 并加入基准

回归。 结果见表 3 第(3)列, did_CO2 系数显著,
与预期一致; did 系数依然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3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did
0. 080 2∗∗∗ 0. 069 9 0. 084 1∗∗∗

(0. 013 9) (0. 125 7) (0. 011 7)

did_CO2 — — 0. 356 9∗∗∗

(0. 008 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840 336 840
拟合优度 R2 0. 294 1 0. 465 8 0. 186 5

注:括号内是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p < 0. 01 时
有统计学意义。

(三)克服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为了尽可能避免样本城市非随机选择的内生

性问题,本文尝试使用工具变量法加以克服。 本

文以 1984 年的历史财政预算支出水平作为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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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试点政策的工具变量,具体而言:①与内生变量

相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 2012 年 11 月 22 日正式印发的《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地方政府申报智慧城市试

点的一项重要条件就是“已有明确的智慧城市建

设资金筹措方案和保障渠道,如已列入政府财政

预算”。 城市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越高意味着城

市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意愿越强,越有可能申

报智慧城市试点,而现今城市提供公共物品服务

的意愿又可能因公众的需求习惯、制度延续等因

素受历史财政预算支出水平的影响,因此该工具

变量满足相关性假定。 ②与误差项不相关。 在控

制其他变量后,1984 年的历史财政预算支出水平

不太可能直接影响现今城市的能源效率,满足外

生性原则。
具体计量操作如下:首先,以 1984 年的城市财

政预算支出与财政预算收入比值表示历史财政预

算支出水平;其次,参考 Nunn 等[40] 的设定方法,
将历史财政预算支出水平与上一年同省份其他智

慧城市试点城市数量占该省地级市数量比重相乘

作为智慧城市试点的工具变量 ( iv_did) 。 要指出

的是:上一年同省份其他智慧城市试点城市数量

占该省地级市数量的比重不会直接影响本城市的

能源效率,满足外生性原则,而同一省份的其他城

市被列为试点,会引导未进入试点的该省份城市

产生模仿动机进而争取进入智慧城市试点名

单[41],满足相关性条件。 根据表 4 第(1)列可知,
工具变量 iv_did 与智慧城市虚拟变量显著正相关,
并且 Kleibergen-Paaprk Wald F 统计量为 1 092. 07,
远大于 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根据表 4
第(2)列可知,第二阶段回归中 did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克服内生性问题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四)作用机制检验:创新驱动发展

根据研究假设所述,创新驱动发展是本文的

作用机制。 为了验证此机制的有效性,本文参考

黎文靖等[42] 的研究,将创新驱动分为创新数量

(策略性创新)与创新质量(实质性创新)两类,并
使用专利申请总数代表创新数量 ( innovation) ,使
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与非发明专利申请的比值代

表 4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1)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id tfee

iv_did 0. 001 7∗∗∗

(0. 000 1)
—

did — 0. 189 5∗∗∗

(0. 028 0)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670 670

注:(1)括号内是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p < 0.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2)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共获得研究样本中
67 个城市的历史财政数据。

表创新质量 ( innquality) 。 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

数据服务平台(CNRDS),单位为万件。 然后采用

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逐步检验,具体的计量模型

如下:
tfeeit = β0 + β1didit + λcontrolit + vt + μi +

provincej × yeart + εit (2)
mediait = α0 + α1didit + λcontrolit + vt + μi +

provincej × yeart + εit (3)
tfeeit = φ0 + φ1didit + φ2mediait + λcontrolit +

vt + μi + provincej × yeart + εit (4)
式中,media 为中介变量,表示创新数量 (innovation)
与创新质量 ( innquality) ;智慧城市建设的总效应

为 β1, 直接效应为 φ1, 变量 media 中介效应为

α1φ2。 中介效应模型的逐步检验结果见表 5。
表 5 第(1)列为基准回归;第(2)列结果显示

did 均显著为正,说明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了城市创

新数量的增长;第(3)列结果显示 did 依然显著为

正且较基准回归有所减小,且中介变量创新数量

( innovation) 显著为正,证实了创新数量是智慧城

市建设间接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 同理,第
(4)列与第(5)列结果虽然表明创新质量渠道具备

经济意义,但其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换而言之,
智慧城市建设增强了以寻求政策优惠等其他利益

为目标的“策略性”创新活动,并未显著推动以技

术进步与获取竞争优势为目标的“实质性”创新活

动。 至此,假说 1 得到基本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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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作用机制有效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tfee

(2)
innovation

(3)
tfee

(4)
innquality

(5)
tfee

did 0. 084 1∗∗∗

(0. 011 2)
0. 058 7∗

(0. 021 7)
0. 081 8∗∗∗

(0. 011 8)
0. 015 1

(0. 061 7)
0. 083 2∗∗∗

(0. 012 6)

innovation — — 0. 038 7∗∗

(0. 012 9)
— —

innquality — — — — 0. 058 6
(0. 028 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40 840 840 840 840
拟合优度 R2 0. 458 0 0. 645 2 0. 121 1 0. 597 8 0. 147 2

注:括号内是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 与 p < 0. 1 时有统计学意义。

四、异质性检验与分析

(一)时空异质性

1. 时间异质性

为了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影响能源效率的时间

异质性,设定如下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tfeeit = α0 + ∑ 6

k≥-5,k≠-1
αkDk

it + λcontrolit +

vt + μi + provincej × yeart + εit (5)
式中, Dk

it 代表城市被列为智慧城市试点的虚拟变

量。 假定城市 i 成为智慧城市试点的年份为 yi ,令
k = t - yi ;当 k≤- 5 时, D -5

it = 1 ,否则为 0;依次

类推,当 k = - 4, - 3, - 2,…,5,6 时,相应的 Dk
it =

1 ,否则取 0;当 k ≥ 6 时, D6
it = 1 否则为 0。 具体

回归分析中以 k = - 1 基准期,不包括 D -1
it 。 通过

比较式(5)中 αk 的经济与统计显著性可以检验智

慧城市试点政策效应的时间动态效应,置信区间

为 90% ,结果见图 4。
根据图 4 可知,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果存在

明显时滞,到试点设立后第 4 期,智慧城市建设才

对能源效率产生明显的提升效果。 这与中国住房

城乡建设部对于智慧城市预计的 3 ~ 5 年创建期基

本一致。 但是自第 4 期开始,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

效率的提升作用逐渐减小,到第 6 期在统计意义上

不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盲目跟风建

设智慧城市,许多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因缺乏科学

规划、制度与资源保障而无法持续进行,最终导致

后期智慧城市建设难以为继,无法有效提高城市

的能源效率。

图 4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时间异质性

2. 空间异质性

参考曹清峰[43] 的研究,设定如下模型来检验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空间异质性:

tfeeit = β0 + β1didit +∑ 300

s = 50
δsNs

it + λcontrolit +

vt + μi + provincej × yeart + εit (6)
式中,参数 s 表示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单位是 km,
s ≥50) ,如果 t 年距离城市 i ( s - 50,s] 的空间范

围内存在智慧城市试点,那么 Ns
it = 1 ,否则取 0。

因此,变量 Ns
it 的系数 δs 衡量了智慧城市试点设立

后对周边城市能源效率的影响,在具体回归分析

中,本文以 50 km 的单位,报告了 s = 50,100,…,
250,300 时的估计结果,通过比较系数 δs 的经济与

统计显著性来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空间异质

性,置信区间为 90% ,结果见图 5。

图 5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空间异质性

根据图 5 可知,随着到智慧城市试点距离的增

加,智慧城市试点对周边城市的能源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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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会出现先变小后变大的波浪型发展趋势。 具

体而言,智慧城市试点对其邻近城市的能源效率

产生了经济意义上的“虹吸效应”,并且在更远的

距离范围内,并未产生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 可

能的原因在于,智慧城市建设存在要素竞争剧烈

的特点,试点城市会加剧吸收周边附近城市的资

源,故产生经济意义上的“虹吸效应”。 同时,智慧

城市建设还存在孤立的、封闭的缺点,数据资源无

法在城市之间流转整合,呈现出“信息孤岛”的局

面,无法产生有效的正向溢出效应。
(二)经济区域异质性

为了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影响能源效率的经济

区域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东部区域、非东

部区域(中部和西部),并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分

别见表 6 第(1) ~ (2)列。 由表 6 可知,东部城市

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

并不显著,而非东部区域的城市的能源效率却增

长明显。 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本就是紧凑型

的城市化模式,能源效率的可提升空间不大,而中

部、西部区域的能源效率则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did
0. 074 3 0. 081 3∗∗∗

—
(0. 043 2) (0. 003 2)

did × pop — — 1. 143 8∗

(0. 465 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370 470 840

拟合优度 R2 0. 369 0 0. 196 9 0. 153 8
注:括号内是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p <
0. 01 与 p < 0. 1 时有统计学意义。

(三)城市规模异质性

为了检验智慧城市建设提升能源效率的城市

规模异质性,以城市年末人口数量 (pop) 衡量城

市规模,并将其与 did 相乘得到新的交互项,再进

行基准回归。 城市年末人口数量 (pop) 的数据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单位亿人。 根据理论分

析,城市规模越大,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提升

效果应当越明显,交互项的系数应当显著为正,估计

结果见表 6 第(3)列。 根据表 6 第(3)列可知,交互

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

率的提升效果确实会伴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变强。
五、进一步讨论:基于能源回弹效应的视角

理论上,提高能源效率可以节约能源消费,但
能源效率的提高可能导致能源价格降低与经济增

长,引起能源需求增加,进而产生更多的能源消

费。 当增加的能源消费比提高能效节约的部分还

多,就会导致最终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能源回弹效

应由此而来。 那么,智慧城市建设在提升能源效

率的同时,是否增强了试点城市的能源回弹效应?
对于该问题的解答不仅能帮助重新审视智慧城市

建设通过提升能源效率促进城市绿色转型的结

论,还有利于优化当前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
参考郭庆宾等[44]以及李凯杰等[45]的研究,测

算中国城市层面的能源回弹效应,并将测算得到

的能源回弹效应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式(1)回归。
此外,为了保证结果在不同区域的稳健性,按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生成相应的虚拟变量 east、
middle、 west, 并将其与 did 相乘再进行回归。

根据表 7 第(1)列可知,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

回弹效应的影响系数虽然在全样本中为正,但在

统计水平上不显著。 因此,可以认为智慧城市试

点并未增强城市的能源回弹效应。 表 7 后三列的

分区域回归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 并且

在中部、西部研究样本回归中, did 系数为负,甚至

在中部样本中具备统计显著性。 可能是智慧城市

建设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

表 7　 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回弹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1)

全样本
(2)

东部城市
(3)

中部城市
(4)

西部城市

did
21. 276 5

— — —
(24. 299 9)

did × east —
75. 994 4

— —
(53. 371 3)

did × middle — — -13. 770 3∗∗∗
—

(1. 640 7)

did × west — — —
-0. 212 2
(0. 501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 ×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40 840 840 840
拟合优度 R2 0. 197 9 0. 199 4 0. 197 5 0. 197 4

注:括号内是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p < 0. 01 时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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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不仅放大了城市的集聚效应,还可以通过

提高规划能力有效削弱因人口集聚而产生的拥挤

效应,有利于城市迈向紧凑式发展,进而节约了大

量能源消费,抑制了能源回弹效应。
六、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

试点所在城市的能源效率,此结论经过倾向得分

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
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间接地

提高地区的能源效率,创新数量渠道有效但创新

质量渠道仍待改善;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

设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时滞且在后期持续

衰减,并且智慧城市建设并未对周边城市的能源

效率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智慧城市建设对能

源效率的提升效果在非东部区域、人口规模大的

城市中更为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智慧城市建设

虽然显著提高了能源效率,但并未增强城市的能

源回弹效应。
(二)政策建议

1. 强化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实质性”创新成

分。 本文建议从政府、市场两个方向进行强化。
一方面,政府应当发挥财政科技支出的引导性作

用,按照难度对创新活动进行分级细化,激发企业

的“实质性”创新动力,弥补智慧城市建设提升能

源效率的机制短板。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的

筛选作用,淘汰部分创新无效率的企业,实现创新

资源的有效分配;加速市场化进程并完善市场交

易机制,进一步消除行业进入壁垒,减少制度性交

易成本,营造出有利于“实质性”创新活动开展的

市场环境。
2. 持续深入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一方面,

地方政府在申报智慧城市试点后,务必要落实建

设的资金、技术以及人力等投入,科学确立项目进

度与验收标准以保证后期建设的可持续性。 另一

方面,智慧城市试点应当深入开展特色应用项目,
如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政府等以联通城市的

各个子系统,深入开发智慧城市的具体应用场景,

进一步发掘能源效率的潜在增长点。 久久为功方

能充分发挥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提升

作用。
3. 推动智慧城市群建设。 首先,异质性检验

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提升效果随着

人口规模增加而增强,故人口承载大的城市群应

当是智慧城市建设的良好载体。 因此,推动智慧

城市群建设可以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规模效应与

集聚效应从而有效推进地区的能效增长。 其次,
考虑到城市群往往是中国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区

域,拥有足够的技术储备以支持智慧城市建设,城
市群内部的技术扩散效应也可以促进城市间进行

技术交流与经验学习[46],以提升总体能源效率。
最后,鉴于智慧城市建设并未对周边城市的能源

效率产生提升作用,说明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是

孤立的,封闭的,难以辐射周边城市以实现资源整

合与配置优化。 所以建议推动智慧城市群建设,
进而实现不同城市间的数据的流转与整合,破解

“信息孤岛”,优化要素配置与替代效应,促进能源

效率的全面提升。
4. 加强智慧城市建设与其他能效政策的联

动。 智慧城市的试点政策虽然提升了能源效率,
但其效果相较针对性的能效政策仍然有限,其对

能源效率的直接作用也只是对城市进行精细化与

智能化管理的副产品之一,经济区域异质性也表

明智慧城市对能源效率的提升效果在那些本身就

偏向紧凑型发展的城市中并不明显。 因此,鉴于

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不会

增强能源回弹效应的特点,建议加强智慧城市

试点政策与其他能效政策的联动使用,如碳排

放权交易政策、排污权交易政策等,在不会明显

增强能源回弹效应的基础上达到更为可观的能

效增长目标,进而实现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的

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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